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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已有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是除物

质需求外，对人们而言非常重要的一种基本

需求，是人们自我实现、自我满足的基础和

前提，对人们的生活和精神健康具有举足轻

重的影响 [1,2]。其中，正面情绪（如开心、快乐、

愉悦等）作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方面之一，

既可为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持久、强劲

的动力 [3-5]，也更容易使人们在其人生旅途

的各个方面获得成功，如婚姻、友谊、事业、

收入和健康 [6,7]。而交通出行作为大多数人

群每日必须面对的一项活动，正在悄悄的影

响着人们的主观幸福感，特别是每日面临长

距离或长时间通勤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居民，

交通出行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尤甚。根据

国外相关理论，出行幸福感（subjective well-

being during travel）是人们在出行过程中的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作为主

观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由认知评

判和情绪感受两个层面的内容所组成 [8]。整

体来看，国外出行幸福感的相关研究较多，

已有研究对认知评判层面和情绪感受层面的

幸福感进行了区分，但研究较为零散，尚未

形成系统化的理论，而我国关于出行幸福感

方面的研究混淆了认知评判与情绪感受两个

不同层面的幸福感，且研究数量较少，缺乏

大量的、针对我国实际情况的理论和实证研

究，故而难以从政策层面为决策者提升居民

出行幸福感提供基础支撑。因此，本研究在

辨析了国内学界混淆概念与表述的基础上，

总结了国外出行幸福感各类量表与综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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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及已有研究成果，并将其与我国相关研究进行对比，寻

找差距，进而指明了未来我国在出行幸福感研究领域中应重

点关注的方向和内容。

1  出行幸福感相关概念辨析

如图 1 所示，出行幸福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

出行幸福感，既包含了人们对出行整体和出行中某方面的满

意度，也包含了出行过程中的情绪感受。这一概念包括两

个具体层面，即认知评判（cognitive judgments）和情绪感受

（affective/emotional reactions）。认知评判层面，既包括人们

对自我出行整体状况所进行的满意度评判（即出行满意度），

也包括人们对自我出行行为中某一方面所进行的满意度评

判，如对出行模式、出行时间、出行距离进行满意度评判等。

而在情绪感受层面，人们同样可以将出行行为当作一个整体

来感受并陈述其自我情绪变化，比如，感受本次出行到底是

总体正情绪还是总体负情绪，也可以衡量出行中某一具体方

面的情绪感受，比如通勤交通时的情绪是快乐的、紧张的、

或倍感压力的。狭义的出行幸福感通常仅包含出行过程中的

情绪感受，即正情绪（如开心、快乐、愉悦等）或负情绪（如

痛苦、压力、难过等），不包含认知层面的出行满意度 [8,9]。

因此，就出行满意度与出行幸福感的区别与联系而言，出行

满意度是广义出行幸福感的组成部分，而出行满意度与狭义

的出行幸福感则分别衡量了出行认知评判和情绪感受两方面

的内容。本文关于出行幸福感的文献综述，主要从出行满意

度（认知评判层面）和狭义出行幸福感（情绪感受层面）两

方面展开，是对广义出行幸福感的综述与分析。

2  国外出行幸福感的量度

为完整总结国外相关研究成果，本小节所谓出行幸福感

的量度，除特殊说明外，均指广义出行幸福感的量度，包含

认知与情绪两个层面。整体而言，传统的出行相关量表是相

对粗放型的广义幸福感量度。近年来，国外学者开始把心理

学的精细型正负情绪量表运用到狭义的出行幸福感量度中。

由于精细型的正负情绪量表通常涉及多个正面情绪（比如愉

悦、轻松、振奋等）和多个负面情绪（比如害怕、生气、焦

急等），国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利用综合指数对这些情绪变量

进行全面的综合评价。我们将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把国外

针对出行幸福感的研究总结如表 1、表 2 所示。

2.1  李克特量表单因素评价
指采用李克特量表对出行认知状况、或单一情绪感受进

行评分。既可以衡量认知层面，也可以衡量情绪层面的出行

幸福感，主要包括出行时的开心程度、愉悦程度、幸福感、

情绪状态、紧张感、出行（或通勤）时的满意程度等。根据

不同研究的需要，量表分值范围较为多样化，有的从 1~10，

有的从 1~3，有的从 -3~3。事实上，本文所述的其他量表均

由多个李克特量表单因素评价所组成。

2.2  广义出行幸福感量表
目前在出行幸福感领域最常用的量表是埃特摩

（Ettema）等人提出的广义幸福感量表（STS*）①，虽然

可被直译为出行满意度量表，但实际上该量表（表 3）[13,15]

既包含认知层面、也包含情绪层面。值得一提的是，另

一种领域内部常用的 STS ②版本由博格斯坦（Bergstad）

等人提出，他们修改了迪奈尔（Diener）等人提出的生

活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30]，得到了一

个 STS 版本，这一版本仅包含认知层面五个问题的评

价（赋值 0~6） [11,12] ：（1）我对我的日常出行非常满意；

（2）出行使我的日常生活更便利、更美好；（3）当我

想起自己的日常出行时，它的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

（4）我不想改变任何与我的日常出行有关的事情； 

（5）我的日常出行让我感到各方面都非常好。

2.3  出行情绪量表与相关综合指数
情绪量表通常包含正面和负面情绪，且正负面情绪里还

有各种情绪因子，这些量表通过一定方法进行整合和计算，

图１ 出行幸福感的内涵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          )

① STS* 是由埃特摩等人（2011）第一次提出，虽然按照字面翻译是出行满意度，实际上是既包含认知层面，也包含情绪层面的广义出行幸福感量表，
迪·沃斯（De Vos）等人于 2015 年对这一量表 STS* 进行了验证。

② STS（Satisfaction with Travel Scale）为仅包含认知层面的出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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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外出行幸福感研究概况

作者（年份） 样本量 研究对象 主观幸福感量度
涉及层面

认知 情绪

Abou-Zeid & Ben-Akiva  (2011)[10] 594 美国 通勤满意度，以及情绪评分、快乐评分 √ √

Bergstad et al. (2011)[11] 1 330 瑞典 出行满意度量表（STS）瑞典核心情感量表（SCAS ①） √ √

Cao (2013)[12] 1 303 美国 出行满意度量表（STS） √

Eriksson et al. (2013)[13] 123 瑞典（学生） 广义出行幸福感量表（STS*） √ √

De Vos et al. (2015)[14] 1 720 比利时 广义出行幸福感量表（STS*） √ √

De Vos et al. (2016)[15] 1 411 比利时 广义出行幸福感量表（STS*） √ √

Ettema et al. (2012)[16] 520 瑞典（工人） 广义出行幸福感量表（STS*） √ √

Ettema et al. (2011)[17] 155 瑞典（学生） 广义出行幸福感量表（STS*） √ √

Ettema et al. (2013)[18] 256 荷兰（司机） 广义出行幸福感量表（STS*） √ √

Morris & Guerra (2015) [19] 23 441 美国 情绪平衡量表（ABS） √

Morris & Hirsch(2016)[20] 14 336 美国 情绪平衡量表（ABS） √

Novaco et al. (1990)[21] 79 美国 通勤满意度评分 √

Olsson et al. (2013)[22] 713 瑞典（工人） 广义出行幸福感量表（STS*） √ √

Páez & Whalen (2010)[23] 1 251 加拿大（学生） 出行愉悦感评分，出行紧张感评分 √

Knabe et al.(2010)[24] 714 德国 净情绪值（Net Affect Score）② √

Krueger et al.(2009)[25] 1 630 法国　美国 不开心指数（U-index） √

Kahneman(2006)[26] — 美国 不开心指数（U-index） √

Kahneman(2004)[27] 909 美国（在职女性） 情绪平衡量表（ABS） √

Miret et al.(2012)[28] 1 560 印度 情绪平衡量表（ABS） √

Ayuso-Mateos et al (2013) [29] 47 222
中国、加纳、印度、墨西哥、

俄罗斯、南非、西班牙
情绪平衡量表（ABS） √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① SCAS（Swedish Core Affect Scale）、ABS（Affect Balance Scale）等为心理学量表，被国外学者用于进行出行正负情绪的量度。

② 净情绪值、不开心指数等为心理学指标，可用于进行出行幸福感方面的研究。

表 2  国外出行幸福感量度一览表

认知层面 情绪层面

李克特量表单因素评价 √ √

广义出行幸福感量表（以 STS* 为代表） √ √

狭义出

行幸福

量度

正负情绪量表
瑞典核心情感量表 √

情绪平衡量表 √

基于正负情绪量

表的综合指数

不开心指数 √

净情绪值 √

正负情绪最大差异值 √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表 3  埃特摩等提出的广义幸福感量表

自我认知评判

这次出行是最糟糕的（-4）——比我原先想的还要好（4）

这次出行质量很低（-4）——这次出行质量很高（4）

出行很顺利（-4）——出行很不顺利（4）

自我情绪感受

正面情绪终止——负面情绪激活

有压力感（-4）——很淡定（4）

有时间紧迫感（-4）——很放松（4）

担心自己不能按时到达（-4）——确信自己能够按时到达（4）

正面情绪激活——负面情绪终止

疲倦（-4）——警觉（4）

无聊（-4）——充满热情与活力（4）

忍无可忍（-4）——很享受这个过程（4）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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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出情绪总值，即综合指数。

2.3.1  瑞典核心情感量表

瑞典核心情感量表（SCAS）要求受访者从两大方面对

自己的情绪进行评分，分值从 -4~4，其中，-4 代表最负面

的某种情绪状态，4 代表最正面的某种情绪状态。第一方面

为从不愉快状态到愉快状态，包括：伤心（-4）——开心

（4），不满意（-4）——满意（4），沮丧（-4）——愉悦

（4）；第二方面为从情绪激活到情绪终止，包括：消极的

（-4）——有活力的（4），困倦的（-4）——警觉的（4），

木讷的（-4）——清醒的（4）[13]。

2.3.2  情绪平衡量表

情绪平衡量表（ABS）和瑞典核心情感量表（SCAS）相

似，要求受访者从负面情绪（包括痛苦、伤心、疲倦、压力）

和正面情绪（开心程度）两大方面对自己的出行感受进行评

分，分值从 -6~6，其中，-6 代表一点也不，6 代表完全如此 [20]。

2.3.3  基于情绪量表的综合指数

可用于出行正负情绪研究的综合指数主要有不开心指

数、净情绪值和正负情绪最大差异值（difmax index）。

（1）不开心指数

不开心指数计算了在一天所有的生活活动（或生活片

段）里，负面情绪占据主导的时间比例，即不开心指数＝不

开心总时长÷所有活动总时长。在计算不开心指数的时候，

首先需要定义在一个活动、或生活中的某个片段里，人们是

否明确自己的负面情绪占据了主导地位。通常研究者认为，

在一个活动（或者生活片段）里，如果你感受到的负面情绪

的强度明显高于正面情绪，例如在早高峰一条高度拥堵的道

路上驾驶，你的紧张烦躁感远远高于你的放松舒适感，那么

就可以把这个活动，或者这个片段定义为负面情绪占主导的

情况。不开心指数计算了这类型负面情绪占主导活动或片段

的持续时长，在一天所有活动或片段里的累积时间的比例 [27]。

（2）净情绪值

净情绪值指在一个生活活动或者片段里，不同种类的正

面情绪平均值和不同种类负面情绪平均值的差值，即净情绪

值＝正面情绪评分平均值－负面情绪评分平均值。与不开心

指数相比，净情绪值更关注于多种情绪状态的相对关系，例

如在风景优美的自然公园内和家人一起骑行，此时人们往往

会有较高体验度的快乐感，满足感，放松感，于此同时也会

有一些轻微的疲倦感和担心骑行安全的紧张感，研究者将这

些正负情绪的均值进行差值计算获得净情绪值。对于净情绪

值，正值可以认为此时人们在这个活动里的情绪较为正面，

而负值则代表较在这个活动里呈现了负面的情绪状态 [28]。

（3）正负情绪最大差异值

正负情绪最大差异值则是从不开心指数演进的一种测算

正负情绪最大差异值的方法，即计算正面情绪状态里得分最

高的状态和负面情绪里得分最高的状态的差值，并以持续时

间加权，即：

正负情绪最大差异值＝（活动 1 的持续时间 / 总时间）

×（活动 1 的正面情绪评分最高值－活动 1 的负面情绪评分

最高值）+（活动 2 的持续时间 / 总时间）×（活动 2 的正面

情绪评分最高值－活动 2 的负面情绪评分最高值）+ ……

以简单的一个活动为例（即总时间就是活动 1 的持续

时间），某受访者在风景优美的自然公园内和家人一起骑行，

此时在多种正面情绪内，他的放松感是正面情绪里得分最高

的状态，获得 5 分（0 分最低，6 分最高），而担心骑行安全

的紧张感占据负面情绪的最高分，获得 3 分（0 分最低，6

分最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活动1的持续时间/总时间＝1，

由于没有活动 2、活动 3 等，因此该受访者的正负情绪最大

差异值（difmax index）就为 1×(5-3)＝ 2 分 [31]。

3  国外出行幸福感研究进展

3.1  自我认知评判层面

3.1.1  出行模式

（1）出行模式

国外已有研究一致发现，出行模式与出行（或通勤）

满意度直接相关 [11,13-15,17,22]，活动性出行模式（走路或骑自行

车）最高，小汽车次之，公交最低，其中，公交与出行满意

度显著负相关。如，埃特摩等人发现公交出行与出行满意

度显著负相关，当公共交通与其他出行模式相比较时，公

共交通总是呈现出最低的满意度 [17]。另有学者比较了不同

出行模式对出行（或通勤）满意度影响。如学者们在欧洲

（如瑞典、比利时等）与加拿大的研究发现，与采用活动

性出行模式的人相比，小汽车会导致更低的出行（或通勤）

满意度 [14,15,22,23]，与乘坐公交车的人相比，小汽车会导致更

高的出行（或通勤）满意度 [13]。但是，博格斯坦等人在瑞典

的研究发现，小汽车使用对出行满意度的影响很微弱，而出

行时间、出行距离与出行满意度显著负相关。博格斯坦对小

汽车使用与出行满意度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与大部分学者不

同，这可能是因为博格斯坦对小汽车使用这一变量的表征与

其他学者不同所致，其他学者均采用虚拟变量（0，1），但

博格斯坦采用的是值在 0~1 之间的连续变量——每周小汽车

的使用比重 [11]。此外，佩滋和威尔令（Páez & Whalen）发现，

当采用小汽车通勤时，人们的通勤满意度（用理想通勤时间

与实际通勤时间的比值来衡量）比采用活动性通勤模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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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或自行车）的人要低 [23]。

3.1.2  出行时间与距离

在出行时间与距离对出行满意度的影响上，既有研究的

成果并不统一。一方面，很多研究一致发现，出行时间、出

行距离与出行满意度负相关 [15,17]。如埃特摩等人指出，当采

用公交车出行时，随着出行时间的增加，人们的出行满意度

会下降。另一方面，当出行具有某种内在价值时，出行时间

或出行距离可能与出行满意度正相关。这种内在价值包括观

景、在途中做其他事情、某种出行目的等。比如说，当出行

道路周边景色优美、环境宜人时，或在途中同时做了某些有

趣的事情时，即使出行时间较长，人们的出行满意度也是较

高的 [17,32] ；对于采用私家车或公共交通出行的人群来说，如

果在途中听音乐，那么出行时间与出行满意度的负相关程度

就会降低 [33] ；当人们的出行目的是去休闲时，长距离出行反

而比短距离出行的满意度更高 [15]。

3.1.3  出行目的与途中所做的事情

国外有小部分研究关注于出行目的与出行过程中进行的

活动对出行满意度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当人们的出行目的是

下班回家时，出行过程中进行的活动就会对出行满意度产生

较多的正面影响 [16]。当人们的出行目的是休闲娱乐时，人们

更倾向于拥有较高的出行满意度 [18]。当人们乘坐公共交通时，

与他人聊天会导致较高的出行满意度，但娱乐或放松活动会

导致较低的出行满意度，而工作、学习、使用电子产品（包

括上网、打游戏、发邮件、发消息、打电话等）则与出行满

意度无关 [16]。当出行目的是休闲娱乐时，较长的出行时间会

降低出行满意度，但较长的出行距离会增加出行满意度 [15]，

这是因为人们可以欣赏沿途的美景 [32]。

3.1.4  其他相关因素

除上述因素外，国外学者还揭示了一些其他相关因素对

出行的影响，如日常服务设施的可达性（轨道交通服务、公

交站点、离市中心或学校较近）[12,17,34]、通勤路径上高速路

的条数 [21]、交通状况、居住环境、出行者本身的态度和个性 [35]、

换工作 [21]、个人社会经济属性、日程表上当日需完成事项的

数量、社会比较等均与出行（或通勤）满意度相关 [10,16-18,34]。

如当人们把自己的通勤与别人的通勤相比较时，社会比较就

会发生作用，如果觉得自己的通勤比别人优越——如：虽然

自己的通勤模式与他人相同，但通勤时间比他人更短——他

们的通勤满意度就会上升。当小汽车通勤人群将自己的通勤

模式与其他采用非机动方式通勤的人群相比时，他们觉得自

己的通勤满意度更高。同时，当采用活动性模式通勤人群（步

行、自行车）将自己与乘坐小汽车或公交车的人相比时，他

们觉得自己的通勤满意度更高 [10]。

3.2  自我情绪感受层面
这里关于自我情绪感受层面的幸福感（emotional well-

being），我们按照英文所表述的含义，将其译为出行正负情

绪，也有国内学者按照英文将其直译为出行幸福感或主观幸

福感，但其实际所指代的含义均为出行正负情绪，是狭义的

出行幸福感。与自我认知评判层面里出行因素对总体出行满

意度研究类似的是，国外大量既有研究都从出行模式，出行

时间与距离，出行目的，途中所做的事情对出行中自我情绪

感受的影响等方面展开分析。

3.2.1  出行模式

国外大量研究成果均表明，出行模式对人们的出行正负

情绪具有直接影响 [14,15,17]。采用活动性模式出行的人群，即

步行和自行车，具有较高的出行正情绪 [15,22]。采用公共交通

出行的人群，其出行正情绪最低 [14,15,17]。采用小汽车出行的

人群，其出行正情绪比采用公共交通出行的人群要高；采用

公共交通出行的人群，出行时间越长、出行正情绪越低；出

发地距离公交站的距离越远，出行正情绪越低 [17]。

但是，国外也有学者采用不同的度量方法，得出了与

大多数研究者并不一致的研究结论，如博格斯坦等人采用每

周小汽车使用率作为指标，研究了小汽车出行与出行正情绪

（用瑞典核心情感量表 SCAS 衡量）的关系，发现小汽车出

行与出行正情绪的关系很微弱，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人们是

否满意自己在出行途中所做事情 [11]。

另有一些研究发现，在特定情况下，小汽车的使用可能

会导致负面情绪的出现，如愤怒（路怒症）、精神压力、疲

劳和沮丧。诸如长距离开车、高频率开车、在时间紧张的情

况下开车、在非常拥堵的道路上开车、遇到他人开车不遵守

交通规则（如随便穿插变道）等，这些状况都会导致较高的

负面情绪出现 [36-40]。

3.2.2  出行时间与距离

国外大量研究表明，首先，出行时间、出行距离和出行

正情绪呈负相关关系 [15-17,22,35,41,42]，但也有学者发现出行距离

与出行正情绪呈正相关 [43-45]。与私家车相比，公交出行时间

越长，出行正情绪越低 [16]；较长的通勤时间（10~180 分钟）

会使高兴、积极、快乐、清醒、活泼和愉悦等六种正向情绪

变得低落 [22]。同时，通勤时间与人们昨日大部分时间的快乐

感显著负相关 [41]。此外，当出行距离一定时，人们总是希望

能用较短的时间去完成出行 [15]，但对于那些喜欢通勤的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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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长距离通勤的出行幸福感更高 [42]。

其次，当出行时间与出行角色、社会比较结合起来时，

会对出行正情绪产生影响。如对私家车乘客、而不是私家车

驾驶员来说，他们出行时间的增长并不会造成出行正情绪的

降低 [19] ；当人们将自己的通勤时间与他人相比时，如果自己

的通勤时间比他人短，那么人们的通勤正情绪就会上升 [10]。

第三，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人群而言，在公共交通

站点的等待感知时间与出行正情绪负相关，而公交站点的环

境和设施能够影响人们的等待感知时间，如在公交站点显示

车辆实时到达信息 [42]，配置候车亭和倚靠栏杆等均能够缩短

乘客的等待感知时间，提高人们的出行正情绪 [43]。

3.2.3  出行目的

2012 年，埃特摩等人通过对瑞典 520 名工人的调查研究，

首次提出，出行目的会影响出行正情绪 [16]。2013 年，埃特

摩等人通过对荷兰 256 名在高速路上驾驶汽车的司机进行调

查问卷，明确提出出行目的与出行正情绪显著相关 [18]。2015

年，迪·沃斯等在比利时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与埃特摩等人在

2013 年研究相似的结论——当出行目的为休闲娱乐时，人

们的出行正情绪较高 [15]。此外，出行目的可与出行时间、出

行距离、出行途中进行的活动等综合起来，影响人们的出行

正情绪。如当出行目的是上班，且同时在途中与他人聊过天

时，人们的出行正情绪就会升高。又如当出行目的是下班回

家时，出行正情绪会升高 [16]。

3.2.4  途中所做的事情

大量已有研究表明，公交通勤者若在途中工作、与他人

交谈、读书或进行娱乐活动（如听音乐），他们的负面情绪

会减轻、出行正情绪会上升 [16,22,44,45]。埃特摩等人发现，在

荷兰，乘客在乘坐铁路出行的途中经常做的事情有工作、读

书、休息和打电话 [50]。里朗恩等（Lyons et al.）发现，在英

国，铁路乘客经常做的事情有：为放松身心进行的阅读（约

占所有乘客的 53%）、看窗外 / 其他乘客（56%）、工作 / 学

习（26%）、与他人交谈（16%）、睡觉 / 打盹（13%），在出

行途中做这些事情使乘客的出行正情绪得以提高 [51]。此外，

随着智能手机和 3G/4G 网络的普及，更多的基于互联网的

活动正在展开，如浏览网页、在社交网站与他人互动和导航

等等 [52,53]，这些活动可能都会对人们的出行正情绪产生影响。

但是，埃特摩等人的发现与以上学者的发现相反——在途中

做娱乐、放松活动会降低出行正情绪，他认为这可能是因为

做这些事情表明人们想减轻途中的无聊感，但又失败了 [16]。

3.2.5  其他相关因素

除以上相关要素外，还有许多学者研究了其他相关因素

对出行自我情绪感受的影响，他们发现性别、年龄、家庭人

均拥有车辆数、车载语音系统的音质音色、早晚高峰、地理

区位、城市规模、建成环境、人们当日需完成的事项数量等

均对出行正情绪具有显著影响。如男性小汽车驾驶员的出行

正情绪比女性小汽车驾驶员要低 [18] ；老年人无论采用何种出

行模式，其通勤正情绪均较高；家庭人均拥有车辆数越多，

小汽车出行正情绪越低 [15] ；当车载语音系统说话的声音比较

动听、令人愉悦时，人们驾车时的正情绪就会提高 [54] ；大城

市中采用小汽车出行的人群，在工作日早晚高峰时期、面临

拥堵的时候，其出行正情绪较低 [18,20] ；地理区位对人们的出

行开心程度具有显著影响：公交可达性越高，采用公交出行

的人群出行正情绪越高；居住在离市中心较近的人群，因为

他们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便利的公交系统，他们的出行

正情绪较高 [34]。当开车区域附近有较多绿色环境时，人们在

开车时的压力感和愤怒感会减轻很多 [55]。公共交通系统的可

达性与公交通勤者的精神痛苦状况负相关 [56]。采用私家车出

行的人群，车的内部空间越大，人们的出行沮丧感越低 [37]。

当人们当日需完成的事项数量较多时，人们就会产生时间紧

迫感，进而潜移默化的降低了出行正情绪 [17]。

3.3  小结
整体来看，国外研究从多角度、多维度对出行满意度、

出行幸福感进行了分析，不同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有的重点

关注出行模式，有的重点关注出行时间，有的重点关注建成

环境条件，有的将出行模式、出行时间、出行距离、出行

途中所做的事情等变量综合考虑进行分析。就研究方法而

言，大量研究均采用统计模型进行分析，根据自变量、因

变量的不同，主要模型包括：多元线性回归（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Logistic 回归、有序 Logistic 回归、有序 Probit 回归，

泊松回归（poisson regression）、计量经济模型（econometric 

model）等等。

就研究趋势而言，对出行满意度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

而对出行幸福感（狭义）的研究正成为国际研究的前沿和热

点，就具体的研究要素而言，出行目的、出行陪伴者、身体

健康状况正逐渐成为出行幸福感研究中被考虑的重要方面，

并与其他相关要素（如性别、年龄、收入、地理区位、城市

规模、建成环境和社会比较等）一同进行模型构建，进行模

型结果中各变量相关关系的准确阐释。

4  我国出行幸福感研究进展

整体来看，我国有关出行幸福感的研究，大多采用“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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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感”或“主观幸福感”来表述，在认知层面和情绪感受层

面的细分较少，故本小节对于国内研究进展的论述，不再细

分认知和情绪两个层面的相关进展，而仅从出行模式、时间

与距离及其他相关因素几方面对我国的研究进展进行总结。

4.1  出行模式
国内有关出行模式、出行时间与距离的研究较多，如不

同出行模式的效用 [60,61]、出行模式组合 [62,63]、出行链模式选

择 [64] 等，但仅有少量学者将这些要素与广义的出行幸福感

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他们的研究结论与国外类似，在出行模

式方面，采用活动性出行模式（步行和自行车）的人群，广

义出行幸福感较高。如叶如宁（Ye Runing）与海琳娜·替瑟

瑞治（Helena Titheridge）对西安 1 364 名居民（18 岁以上）

的调查研究表明，采用自行车或步行上班的人通勤幸福感最

高，其次是私家车、公交车，电动车最低 [65]。周强采用苏

州工业园公共自行车刷卡数据（337 个站点）和问卷调查数

据（样本量 1 431 个），比较了不同接驳方式的出行满意度、

出行愉悦度均值，发现在出行满意度方面，步行最高，其次

为公共自行车、公交和电动车；而出行愉悦度方面，公共自

行车最高，其次为电动车，再次为步行与公交车 [66]。而毛子

丹（Mao Zidan）等人对北京的研究表明采用多种模式通勤

的人群通勤满意度较低 [67] ；党云晓和张文忠等人对北京的研

究发现，通勤时长与通勤满意度显著负相关 [68]。又如孟斌等

人对北京居民的调查研究指出，通勤时间延长会导致通勤满

意度降低 [69]。

4.2  出行时间与距离
国内尚缺乏出行时间、距离与广义出行幸福感的研究，

已有研究多关注于出行时间感知与价值 [70,71] 等方面，只有党

云晓等人关注了通勤时间与通勤满意度的关系，而其他相关

研究仅关注了通勤时间与生活整体正负情绪的关系，并未涉

及出行时间、出行距离与广义出行幸福感的关系。具体而言，

党云晓等人通过北京的 5 732 份有效问卷，发现通勤时长与

通勤满意度、整体主观幸福感（用开心度来衡量，即正情绪）

显著负相关 [68]。吴江洁运用 2010 年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城市

住户短期调查（urban household short survey）数据（样本量

3 809 个），发现通勤时间与整体幸福感呈 U 型相关 [72]。

4.3  其他相关因素
一方面，与国外研究相似的是，国内有一少部分学者

发现，某些社会经济属性——即社会角色和收入水平，对通

勤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而性别、年龄、工作时长、婚姻状

况等因素对狭义出行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如孟斌等人对

北京居民的调查研究发现，一般平民和年轻打工族的通勤

满意度相对较高，而高收入阶层和年轻白领的通勤满意度 

相对较低 [69]。叶如宁等人发现年龄与身体健康状况与出行幸

福感（即出行正负情绪）直接相关 [65]。党云晓等人发现工作

时长与整体主观幸福感（用开心度来衡量，即正情绪）呈显

著负相关 [68] ；吴江洁发现年龄与整体幸福感 U 型相关，已

婚人士的整体幸福感更高，女性的整体幸福感受家庭收入的

影响较大 [72]。

另一方面，国内许多学者发现，与交通出行相关的硬件、

软件条件，以及人们的主观因素，均对出行 / 通勤满意度具

有显著影响。其中，硬件主要包括城市交通设施条件 [73-76]、

城市规划设计（多中心空间结构、用地布局、地区工作职位

密度）[74,75]、道路畅通情况 [69,73,77] 和空气质量 [77] ；软件主要

包括公共交通服务质量 [74]，如舒适性 [78]、可靠性和出行成

本 [74,76]，主观因素为人们对交通服务的期望 , 如对交通服务

的整体要求 [77]，公交到站时间的预期 [79]，人们的出行体验 [66] 等。

如孟斌等人发现交通拥堵会导致通勤满意度降低 [69]；季彦婕等

人发现提高有轨电车的舒适性可增加乘客出行满意度 [78]。郑世

锋指出预计等车时间与实际车辆到站时间的差距在乘客等车

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中最为重要 [79]。

5  国内外研究差距总结

综上所述，国外对出行幸福感的研究较为深入且广泛，

而我国现阶段的研究还停留在较为初级的阶段。

首先，国际上对认知和情绪层面的出行幸福感有着清晰

的概念区分，而国内研究缺乏对出行幸福感相关概念与内涵

的清晰界定，已有研究不仅对概念的界定存在误差，也混淆

了认知与情绪层面的出行幸福感，常常用“幸福感”或“主

观幸福感”来指代认知层面或情绪层面的幸福感，将广义的

出行幸福感和狭义的出行幸福感混为一谈。

其次，国内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与国外差距较大。国际上

有大量文献，分别对认知和情绪层面的出行幸福感进行了深

入研究，从出行模式、出行时间与距离、出行目的、出行途

中做的事情、社会经济属性等方面对出行幸福感（广义，包

括认知与情绪层面）的影响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而我国无

论在认知层面、还是在情绪层面，对出行幸福感的研究都是

较为缺乏的，已有研究大多关注其他相关因素，如交通设施

条件、城市规划设计、出行成本、公共交通服务水平等对出

行幸福感的影响，而对国际上关注较多的出行要素与出行幸

福感的研究较少，如出行模式、出行时间与距离及社会经济

属性等。

第三，国内外研究对象的基本属性有差异，国外的研究

成果不能直接应用于我国。国外研究以欧美国家为案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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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较多，另有少量关于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

香港等地区的实证研究，由于我国国情与欧美、日本等国不

同，因此国外的研究成果并不能直接照抄照搬到我国，而我

国的相关研究数量较为缺乏，因而需要更多针对我国具体国

情的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

第四，没有学者采用国际上较为成熟的量表及基于情

绪量表的综合指数进行出行幸福感研究。国外很多研究均

采用在出行行为研究领域较为成熟的量表，如出行满意度

量表，来衡量出行满意度，或出行满意度和出行正负情绪；

同时，也有学者采用心理学领域较为成熟的量表来衡量出

行正负情绪，即狭义的出行幸福感，如瑞典核心情感量表、

情绪平衡量表等。而我国相关研究均采用自己设计的李克

特量表，尚未有研究采用国际上应用较为成熟的量表进行

数据收集和分析。

第五，国内使用数理统计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的总量较少，

在为数不多的使用模型的研究中，很多研究的模型构建较粗

糙，只有极少数研究的模型构建较好。而国外大量研究均采

用数理统计模型进行分析，如多元线性回归、Logistic 回归、

有序 Logistic 回归等，模型构建较好，针对模型结果的分析

较为深入，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

第六，国内研究数据收集方式较单一、样本量较小，国

外大多数研究均采用自己设计的调查问卷进行数据收集，数

据收集方式包括信件、网络、面对面调查、室内集中问卷调

查、家庭入户随机调查等，还有一少部分研究采用了大规模

的、全国范围内的数据进行研究。而我国为数不多的研究基

本均为小样本量研究，数据收集方式主要为面对面问卷调查，

仅有少量研究采用一些数据库的大规模数据进行了分析。

第七，在幸福感研究成果反馈于城市规划、交通规划和

政策制定等应用上，国内外有着显著差异。国外学者从城市

规划、交通规划方面对提升居民出行幸福感提出了相应的政

策建议，这些政策建议主要集中在公共交通及活动性交通方

面。首先，公交站台设施方面，在公交站台建设显示下一辆

公交车抵达时间的电子屏 [57]、配置倚靠栏杆和座椅、种植更

多绿色植被；采取措施提高居民候车时的安全感 [58] ；其次，

公交服务质量方面，提高公交时刻表的准点率 [57]，提高公共

交通的乘车舒适度，对公交出行居民进行资金补贴 [59]；再次，

自行车使用与服务系统方面，推进单车共享，建设完善的自

行车基础设施系统 [57]；最后，城市交通系统规划与建设方面，

为居民提供更多可选择的出行模式，在城市轨道交通规划中

注重站点与居住区之间的可达性，并用轨道交通连接居住区

与区域内的大型人流集散地 [12]。而国内学者多停留在初级探

讨层面，并没有有机的将研究成果反馈给如何改进城市交通

效率和提升人们出行幸福感上来。

6  对我国未来研究的启示

鉴于我国相关研究与国外的差距，未来我国关于出行幸

福感的研究可着重从以下两方面逐步推进。

6.1  研究内容
目前，由于我国已有研究未能从认知层面和情绪层面对

出行幸福感进行清晰的界定和阐释，因此，未来应从认知、

情绪两个层面对出行幸福感（广义）进行研究，研究需涵盖

的内容如下。

第一，研究多种出行模式对人们出行幸福感的影响。在

我国诸多大中城市中，居民出行模式较为多样化，但现有研

究缺乏对这些出行模式进行全面的实证调查与分析。如对大

多数城市居民来说，人们的出行模式主要包括公交车（即地

面常规公交，包括单层公交和双层公交两种）、轨道交通（地

铁和轻轨）、私家车、电动车、通勤班车、自行车（包括私

人自行车、政府提供的公共自行车、企业提供的共享单车三

种）和步行等。此外，在一些中小城市或城市边缘区，人力

三轮车、电动三轮车、摩托车等也是人们出行的主要模式。

在我国的国情下，其中一些出行模式对居民的出行 / 通勤满

意度、出行正负情绪的影响仍是未知的。

第二，研究出行时间与出行距离对人们出行幸福感的影

响。国外研究表明，出行时间长并不必然意味着出行幸福感

的降低，这一结论在我国是否适用，虽已有相关研究进行了

分析，但存在模型较为简单、控制变量不足等问题。因此，

这一结论在我国还需要经过更多实证研究的检验。

第三，研究出行目的、出行途中所做的事情对人们出行

幸福感的影响。不同的出行目的、出行途中所做的事情可能

会影响人们的出行幸福感，而我国目前与之相关的研究较为

缺乏。在日常出行过程中，人们的出行目的可分为休闲娱乐、

吃喝、社交、工作、学习、个人健康护理、家庭事务等；途

中所做的事情除传统的看窗外风景、看其他乘客、与人聊天、

读书学习之外，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

还出现了看视频、听音乐、看地图导航、网上购物、社交软

件聊天等，这些要素在中国国情下的相关研究目前几乎处于

空白状态。

第四，研究出行陪伴者角色对人们出行幸福感的影响。

当人们与长辈、同事、配偶、恋人、亲戚、朋友、儿童、已

成年的孩子一同出行时，人们的出行幸福感可能是不同的，

国外对这方面的研究，目前仅涉及出行中是否与他人交流

的层面，而关于陪伴者角色对出行幸福感的影响，也是国

际上新兴的研究领域。因此，关于出行陪伴者角色与出行

幸福感关系方面的研究，也是我国未来相关研究的一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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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方面。

6.2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上，建议采用国际上较为成熟的出行行为量表、

出行情绪量表与相关综合指数进行出行幸福感方面的研究，

主要包括认知和情绪两方面，一是认知方面，即从出行满意

度方面进行研究，可采用出行满意度量表、李克特量表单因

素评价等。二是情绪方面，即从出行正负情绪方面进行研究，

可采用瑞典核心情感量表、情绪平衡量表、李克特量表单因

素评价、不开心指数、净情绪值和正负情绪最大差异值等。

第三，也可采用既包含认知层面、也包含情绪层面的广义出

行幸福感量表（STS*）进行研究。最后，使用数理统计分析

模型进行数据分析，根据模型结果进行深入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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